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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结构论的模式化及其消解 
——以徐增的七律分解说及其创作实践为中心 

 

蒋寅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徐增诗学历来被学者认为与金圣叹诗学一脉相承，关于律诗分解的论说也被视为只是对金圣叹

七律分解说的接受，而未被注意到两者间存在的很大差异。其实徐增的律诗分解说对金圣叹的学说作

了很大程度的改造，扬弃了金说僵化、机械的成分，从而对律诗结构提出更圆通的解释和分析。这种

认识不仅体现在他的唐诗解说中，更体现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上。考察徐增现存的所有七律，清楚可见

其用更灵活的方式处理七律的章法结构，不仅大部分作品摆脱两段分解的结构，更有一些作品表现出

脱逸常格、追求创变的趣向。这一结果验证了徐增在理论认知和写作实践两方面的一致性。徐增的诗

论和诗作可以成为诗学史研究的一个经典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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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诗学受经义“冒题”“原题”“讲题”   
“结题”四段论的影响，形成一种以起承转合说

分析律诗章法的观念。杨载《诗法家数·律诗要

法》首列起承转合四字，并以“破题”“颔联”“颈

联”“结句”相对应。傅与砺《诗法正论》转述

范德机论起承转合之言，较杨载更为复杂，就绝

句而言，首句为起，次句为承，三句为转，结句

为合；就律诗而言，则首联为起，颔联为承，颈

联为转，尾联为合。这种说法在元、明两代的蒙

学诗法中陈陈相因，入人极深。金圣叹为破除这

种僵化的结构论，提出七律前后四句分为两解的

说法，并运用于《选批唐诗》和《杜诗解》，风

靡一时。他的分解说并非全无道理，但固执地要

以之通用于全部唐诗，就不免在打破旧的窠臼之

余又堕入一种新的窠臼。他的分解说为他的同里

后学也是热烈的崇拜者徐增所接受，在《说唐诗》

中加以传承和发展。治诗学者都注意到徐增对分

解说的传承，但未看到他对金圣叹分解原理的修

正，因此我在《清代诗学史》第一卷专门就此作

了论析[1]。当时让我好奇的是，不同于金圣叹分

解之说的他，在自己写作中是如何处理结构问题

的呢？一时未及考究，数年后才细读徐增《九诰

堂集》，对上述问题求得一个结论。这里就将我

研究的结果加以整理，供学界验证和参考。 
 

一、徐增的诗学渊源及批评业绩 
 

徐增(1612—1673)①，初字子益，又字无减，

后字子能，别号而庵、梅鹤诗人。江南长洲人。

明崇祯间诸生；能诗文，工书画，年未及壮即著

诗文数十万言。13 岁所作《芳草》三十首被其舅

氏黄翼圣呈钱谦益，深蒙叹赏，后于崇祯七年

(1634)执贽于门下。他在顺治九年(1652)《感怀诗》

“虞山钱师牧斋谦益”一首中曾记其事，此后又

不断有诗与钱谦益唱酬。钱氏罢归时作《钱牧斋

先生南还喜赋二首》，崇祯十五年(1642)作《牧翁

师问余近况赋呈》《牧翁师座上赠何士龙》，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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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作《钱牧翁宗伯构绛云楼同河东君读书为赋》

四首，顺治十二年(1655)上元前以黄牡丹诗请序，

钱谦益复函有“才情烂发，翻江倒海”之评[2](193)，

顺治十六年(1659)作《寄钱牧翁师》六首，钱谦

益八十寿诞作《奉寿钱大宗伯八秩》二首，后又

作《钱宗伯来灵岩相会口占呈二首》，诉说了“一

别门墙二十秋，病中身世总悠悠”的伤感[2](257)。

徐增虽累经黄道周、曹学佺、陈继儒、王铎等钜

公褒誉品题，才名鹊起[3]，但不幸的是年甫及壮

即患风痹，足不能行，钱谦益曾悬赏百金募医为

之疗疾。为此，钱谦益卒时，他作《奉挽大宗伯

钱牧斋老师四首》寄哀，其四云：“最初知己不

能忘，说项人前姓氏香。小子偶传芳草句，大夫

遂筑浣花堂。”[2](287)深情地缅怀了钱谦益对自己

的知遇、关爱之恩。我在这里特别勾勒徐增与钱

谦益的师承关系，意在说明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

一直是在钱谦益的栽培和激励下成长起来的，在

接触金圣叹的诗学之前，他已打下自己的诗学基

础，形成了自己对诗歌的理解。这是很重要的问

题，我以前在论述徐增的诗学渊源时，过于集中

在他与金圣叹的关系上，过多强调了金圣叹对他

的影响，而未顾及他早年长久沐浴于钱谦益诗学

之滋养的事实。如果留意到徐增与钱谦益的诗学

渊源，就很好理解后来他虽然倾倒于金圣叹的魅

力，热心学习金圣叹的七律分解说，但终究未盲

目信从和全盘接受，而是在批判扬弃的基础做了

更圆通的改造这一结果。 
病废后徐增并未沉沦，不仅常乘篮舆往来江

浙间，还曾与友人商议生计。友人亟以文事相勗，

从此他笃志于诗文，矻矻不倦地读书、写作、评

选、编书。晚岁多与僧侣结方外之交，《留别去

息和尚暨若如诸上人》诗“半世谬叨词客誉，一

生只结道人缘”一联[4]，适足概括他平淡而不平

凡的一生。事实上，以文学为不朽之计的徐增，

比一般士人更怀有绝大的抱负。当友人朱隗自陈

“吾辈当为名家之诗，不当为大家之诗”时，徐

增慨然曰：“吾愿为其难者。”[5](15)他的诗古文辞

作品生前似已刊刻行世
②
，但今不见传本，仅有

《九诰堂全集》抄本 40 册收藏于湖北省图书馆。

因我提议，现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

《清代诗文集汇编》。从卷首所列王铎、钱谦益

以降 26 篇当时文坛名流的序跋、一册赠诗及诗

集中 420 首《感怀诗》，足见徐增在当时交游之

广，毫无疑问是清初有广泛影响的诗人，同时也

是有名的批评家。黄翼圣说，“时子能方逾弱冠，

前辈如黄若木、陈玉立、陆履长诸公刻诗，皆属

其为序，亦前此所未有也”[5](16)，可见其声望非

同一般。 
徐增不仅留下二十五卷诗作，还留意于当代

诗歌批评。鼎革后江南诗坛老成凋谢，徐增以成

名日久，遂负时望，人多以诗集来求删订，包括

无锡名诗人秦松龄。而徐增“辄对面改窜，神气

扬扬，使人心满而后去”[5](17)。他曾感叹：“今天

下非无诗也，无选诗之人；非无选诗之人，而无

知诗之人；又非无知诗之人，而无平心论诗之人。

嗟乎，今之人即周秦汉魏六朝四唐之人也，其诗

又何必非周秦汉魏六朝四唐之诗也。少陵云‘不

薄今人爱古人’，则今人果可尽非耶？”[6]为此他

撰写了大量评论当代诗歌的序言题跋，并编有

《诗表》和《元气集》两个专收时贤之作的选   
本

③
。前者编于崇祯十一年(1638)，黄翼圣说：“戊

寅选《诗表》，时未有选诗者，自子能始。人为

之奔趋，远近邮筒寄诗几充栋。所选二卷，人皆

有志节者。”[5](16)后者编于入清后，是清人编纂本

朝诗选的前驱。仅就这一点而言，徐增也是清初

一位不可忽视的诗歌批评家。可惜，由于这两部

选本都未传世，《九诰堂全集》也深庋贵邸，世

莫能窥，后人仅由《而庵说唐诗》省识春风半面，

不能不让人为之叹惋！ 
尽管如此，徐增还是以《而庵说唐诗》赢得

了众多读者，至今这部诗评仍为治唐诗者所重。

我更因为他说唐诗之法与金圣叹的分解说相表

里，在《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列出专节加以论析。

通过《九诰堂全集》中与金圣叹相关的篇章，我

们可以确信，徐增曾是金圣叹死心塌地的崇拜

者。他在《读第六才子书》诗中这样写道：“才

子应须才子知，美人千载有心期。彩云一朵层层

现，爱杀先生下笔时。”[2](194)他如此赞赏金圣叹

的批评，自己批评诗歌也采用“说”的方式，就

毫不奇怪了。据周亮工《题而庵先生小像》序记

载，徐增还曾评论过周亮工的诗，不过像两部诗

选一样也已不传，今天我们所能考究的只有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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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深的《而庵说唐诗》。我们要了解徐增对七

律分解说的理解，仍不能不由此书入手。 
 

二、徐增对金圣叹七律分解说的 
改造 

 
我们知道，徐增诗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与金

圣叹一脉相承的律诗分解说，《而庵说唐诗》持

以解说唐诗的得失，学界业已注意
④
。但学者们

似乎为先入之见所主导，更多地看到徐增对金圣

叹学说的继承，而未注意徐增对金说的改造。如

吴宏一就根据《而庵诗话》中的议论，断言“徐

增完全是就金圣叹之说而加以推衍”
⑤
，孙琴安

也认为“徐增模仿金圣叹的痕迹尤其显著”[7]，

江仰婉则说“徐增是金圣叹忠实的继承者，其观

念大多沿袭金圣叹，所以分解诗歌的做法也和金

圣叹相去不远”[8]。研究者们似乎都未注意到两

者之间存在的偌大差异。 
据我考察，金圣叹七律分解说的提出，缘于

对宋元以来形成的起承转合结构论的反拨。源自

宋代经义结体的起承转合之说，原是文本的一般

结构观，但到了元代与律诗的四联对应起来，就

变成一种机械结构论。金圣叹出于对这种僵化模

式的反感，在说唐诗和杜诗时提出一种关于七律

结构的分解说，意欲颠覆元明以来深入作者意识

的机械结构观念。其大旨是认为七律前后四句分

为两解，各自起意，各自收束。这确实是异于时

俗之见的一种新思维。他断言近体诗“三四自来

无不承一二却从横枝矗出两句之理。若五六，便

可全弃上文，径作横枝矗出，但问七八之肯承认

不肯承认耳”[9](514)。这就是说，前四句比较简单，

后四句则变化复杂，最关键的是颈联两句。“五

六乃作诗之换笔时也”，而诗的情绪也渐至高潮，

所谓“作诗至五六，笑则始尽其乐，哭则始尽其

哀”。从声韵上说，“诗至五六，始发亮音”；从

结构上说，五六又是结的开始，“五六特为生起

七八，非与三四同写景物也”。他甚至发现，“唐

律诗后解七八，多有‘此’字者，此之为言，即

上五六二句也”，意谓收束五六两句。为论证这

一点，他竟举出五十一首唐诗为例[9](524−526)。 
尽管他坚信分解说的“解分而诗合”更能凸

现诗歌结构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但经过大量的分

解实践后也体会到，唐人七律的组织之妙，整体

性之强，有时甚至泯灭了前后分解的痕迹：“唐

人思厚力大，故律诗本前后分解，而彼字字悉以

万卷之气行之，于是人之读之者，反不睹其有出

入起伏之迹也。”[9](512)这一发现不免使他对分解

的看法变得矛盾而犹疑，以致说明分解的效用

时，态度不得不有所保留： 
弟念唐诗实本不宜分解，今弟万不获已而又

必分之者，只为分得前解，便可仔细看唐人发端；

分得后解，便可仔细看唐人脱卸。自来文章家最

贵是发端，又最难是脱卸，若不与分前后二解，

直是急切一时指画不出，故弟亦勉强而故出于斯

也[9](500)。 

这种苦衷就使他一方面在批评上张扬分解

之说，一方面又在写作策略上重弹起承转合老调

的原因。 
徐增虽然接受金圣叹的学说，也很推崇分解

和起承转合之说，但显然已洞见其中存在的拘泥

不化之处，而有所调整和改造。我经过考察，将

他的调整和改造归纳为四点：①分解的运用不再

限于七律，而是推广到众多诗体；②在扩大分解

说适用范围的同时，也取消了七律分解说的普适

性；③重新解释七律两解之间的动力关系；④对

分解和起承转合的关系加以补充说明。金圣叹分

解的要义，是将诗的章句都理解为对结尾的奔

赴，这不免忽视了颈联的结构作用，同时也漠视

了唐代七律丰富多变的结构模式。徐增显然注意

到了这一缺陷，他首先强调，“律分二解，如关

门两扇，开则相向，合则密缝”[10](367)，这就是

说，前后两解功能是一开一合，前解是展开，后

解是收束。具体说来： 
律分二解，二解合起来只算一解。一解止二

十八字。前解，如二十七个好朋友，赴一知己之

召，意无不洽，言无不尽，吹弹歌舞，饮酒又极

尽量，宾主欢然，形骸都化。后解，即是前解二

十八个好朋友，酬酢依然，只是略改换筵席，颠

转主宾。前是一人请二十七人，此是二十七人合

请一人也[10](22)。 
这一比喻较金圣叹更深刻地剖析了前后解

意脉运动的不同趋向，也更清楚地阐明前后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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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承担的开阖功能，从而更透彻地揭示前后两

解构成律诗章法的动力学关系。通观《而庵说唐

诗》的评析，可以看出徐增对作品结构的把握明

显由章句转向意脉。这正是对金圣叹分解说的重

要修正——强调意脉的结构当然比强调章句的结

构更触及作品的有机性。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

就不禁好奇，在修正了金圣叹的分解说后，徐增

自己写作七律时还会贯彻分解的意识，以前后二

解的模式来结构诗篇吗？如果不是，他将如何处

理七律的结构问题呢？这无疑是个很有趣的  
问题。 

正像王渔洋、赵执信写作古诗是否贯彻自己

在《声调谱》里提出的规则，会成为吸引我们去

验证的问题。凡是标举某种理论的作者，其创作

实践是否贯彻了自己的理论主张，总是会惹人好

奇的。从杜甫的“老”、黄山谷的“脱胎换骨”

到王渔洋的古诗声调说，都曾引发前人讨论、验

证的兴趣。说到底，像古诗声调论和律诗分解说

这类主张，都无非是根据有限的例证提出的假

说，并无有力的统计结果支撑。他们言之凿凿地

论断，与其说是一个事实的发现，还不说是一个

出自信念的主张。而验证这种主张的坚定性，即

自信的彻底程度，最简便的方式莫过于看他们自

身是否践行其学说。既然陈鉴《而庵说唐诗序》

断言徐增“其所说即如其所作”[11]，那么《九诰

堂诗集》便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让我

们可以验证一个作者在实际创作中是否贯彻了

自己坚持的诗歌观念。 
 

三、徐增七律中分解式章法的遗留 
 

徐增对分解说的理解和掌握既有如此大的

变异，落实到创作上当然也会有相应的表现。徐

增是一位热衷于写作七律的诗人，据我粗略统

计，《九诰堂诗集》现存七律 474 首，比最擅此

体的杜甫还多两倍，杜甫只不过一百六十几首而

已。在徐增这些七律中，结构符合分解说的作品

远非多数，正与作者对分解说的疏离相一致。经

我甄别，除了诗集前两卷 40 首七律中有 15 首符

合分解说，卷九 34 首、卷十八 13 首分别有 10

首、8 首，比例略高外，其余 22 卷能确定适用于

分解说的七律都很少，各卷总计 95 首，不到总

数的 1/4。这个比例已足以说明徐增的七律写作

与分解说的普遍性、绝对性没有必然联系，更何

况这有限的例子还同特定的题材和类型联系在

一起。 
从题材来看，合乎分解说的作品正像金圣叹

说唐诗，几乎都集中于应制、联唱(初唐)，庙堂、

赓和(盛唐)，饯送、酬赠(中唐)等几个类型。这些

类型在体制、取材上均有严格的限制，以切题切

事为紧要关目，容不得多少个性化的内容，因而

结构也较为呆板，分为前后两解相对是比较清楚

的。而像写景、即事或咏物一类，结构通常是连

贯而下，符合分解说的作品就少见了。徐增七律

在这一点上颇与金圣叹的选材相印证，类似《山

行》《暮春石湖修禊》《遮山坐雨》《岩头晚眺有

感》这样的写景、即事之作，的确很少看到两解

分明的结构；而《新燕》《玄墓梅花》《月下梅花》

《春草》之类的咏物诗，更是难得一见可分解之

作。竭尽才智创作的百余首黄牡丹系列组诗，每

沉湎于组织事类，体物传写，更兼偶俪对仗，穷

力追新。只有像《黄牡丹诗又十首》其一，后半

在用典之后继续发挥其意，才构成前后两段的章

法，因此能够按上下两段分解的作品，实在寥寥

可数。看来徐增的七律写作基本贯彻了他对七律

结构更灵活的理解，没有受到分解说的束缚，是

基本可以肯定的。如果更具体地考察其七律中可

予分解的作品，我们还能更进一步看出，分解说

在徐增的意识中确实已很薄弱。 
徐增集中符合分解说的七律以酬赠类最多，

诗集前两卷所收的早年作品尤其明显。如《寄南

昌徐巨源》、《黄石斋先生廷对放归道经吴门感而

有作奉赠》二首、《奉寄张异度先生》、《牧翁师

座上赠何士龙》、《投谢徐笏斋宫谕》，等等。最

典型的是《投谢徐笏斋宫谕》一首： 
末世谁怜士路穷，泌园身后赖明公。 

才非王粲惭刘表，年过祢衡遇孔融。 

疲马何能驰远道，破帆无力仗东风。 

家中四壁苔生遍，抱膝偏宜对老桐。[2](130) 
前四句庆幸自己身处士人道穷的时代，年未

及壮即获得徐笏斋的垂青提携，后四句谦辞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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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出仕，只宜丘园终老。两解一扬一抑，前解

由自怜而结于自幸，后解由自伤而归于自解，各

自分别起结，可以看作是符合金圣叹分解说的典

型作品。《寄文端文寒山》一首，主题是思念友

人，本来也可以轻松地写成二四二的三段式，结

果却写成一个非常典型的前后分解式结构： 
芝岭桃源路不赊，来寻只恐有云遮。 

望中白马高僧地，梦里寒山处士家。 

水浸莲房供洗砚，风吹松子助烹茶。 

多君幽致人无及，日暮相思怅落霞。[2](145) 
前四句说两地山高路远、不克造访，而只能

日中遥望、夜里梦想，后四句悬想友人山中清况，

由羡慕而至于惆怅。前半由实(望)入虚(梦)，融情

于景；后半由虚(想)归实(怅)，由景生情。两段意

脉各自起结，也是典型的分解式结构。 
大体上，在我认为可以分解的 95 首七律中，

多为前后两段意脉清楚、各自起结的作品。祝寿

类如《陆岩公六十》： 
雪藕冰瓜六月凉，南薰吹送寿筵香。 

仙人载酒来芸帐，词客吟诗上草堂。 

元晏春秋书里过，奉常日月画中长。 

百年乐事应无尽，玉树添枝户有光。[2](204) 
前解写寿筵盛况，后解以晚年乐事相祈颂。

饯送类如《送岭南屈翁山游嘉禾》： 
乾坤万里偶离家，五岭西方怅岁华。 

那见遗民缝皂帽，但闻少妇弄琵琶。 

阖闾山上号秋鬼，羞姆坟头落暮鸦。 

临别约君重九会，恐君意不在看花。[2](298) 
    前解述屈大均西游得妇的韵事，后解写送别

情景。自述类如《作诗论毕自题一首》： 
风雅何年复中兴，宋元以后少师承。 

拓开杜甫堂前月，看取王维家里灯。 

景略向人扪白虱，仲翔知己叹青蝇。 

秦余顶上千秋泪，除却陶孺却有增。[2](206) 
前解自陈诗学志向，后解叙写见忌于时的境

遇。评论类如《读申霖臣中翰宛陵诸作却寄》： 
黄蘗道场留古院，敬亭爽气忆青莲。 

孤云岂记登临处，双塔犹书建造年。 

唐后何人看不厌，春初有客去忘旋。 

示余五字真千古，宁教当时谢朓贤。[2](249) 
前解略举申诗所咏宣城古迹，后解称赞申氏

游历诸诗之佳。凡此之类，不待枚举。但即便如

此，这些作品也应该是自然成文，而未必是作者

有意构造。否则像《钱牧斋先生南还喜赋二首》

这样，其一不分解而其二可分解，就不好解释了。 
更进一步说，即使是被我判别为可分解的 95 首

中，也有一部分是容有进退的。问题就出在金圣

叹特别注意的颈联，因为“五六乃作诗之换笔时

也”，当它截断上四句意脉而重起新意时，末联

是否承接即金圣叹所谓“承认”，就形成两种章

法，一是承接而收束于第二主题，一是不承接而

呼应前解，回归第一主题。如《寄南昌徐巨源》

一首云： 
相引清流耕砚田，不知门外草齐肩。 

琴声绕户僧来听，桐绿侵灯鹤对眠。  

我党几人如旧雨，世情何处不秋烟？ 

那从识得匡庐面，更载西江水一船。[2](122) 
此诗以自处孤独和想念徐世溥两层意思构

成前后二解：第一联是闭户著书的传统表现，僧

来听琴和对鹤而眠反衬出居处孤寂、独学无友的

幽居清况。病痹废行的徐增比常人更多更经常地

体验这种境况，因之对友情和交流的渴望也比常

人更为急切。但故人或撄于势利，或迫于生计，

有多少能常加存问或枉道相过呢？颈联不禁流

露出难以克制的失望，非但用“旧雨”一词微寄

讽意，更用秋烟暗喻人情的淡漠。这一笔宕开，

使诗的意脉脱离自叙而推及世风之浇薄，彼此身

世遭逢的不幸也同时得到传递和抚慰。结联以徐

世溥匡庐之游后能枉顾相期盼，是收束于第二主

题。如果不这么写，而是重申自甘孤寂之志，那

就回到了第一主题，更符合徐增的开合说：前四

句一解，是打开孤独的门；后四句一解，又关上

了孤独的门。徐增的写法收结于第二主题，等于

是新开了一扇门，没有去关前一扇门。之所以会

出现这种两可的结构，缘于颈联在结构上的斡旋

作用，它给结联提供了意脉走向的多种可能。金

圣叹虽然意识到颈联的斡旋作用，但不是将它视

为文本结构的一种功能，而是视为文本结构的一

个形式，这就使他对颈联的认识趋于僵化，看不

到颈联结构作用的多种形态。徐增虽然没有论及

这一点，但写作中明显掌握了颈联的结构功能。

这样，徐增的七律就更多地利用颈联的斡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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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结构的丰富变化。 
 

四、徐增七律对分解式的脱逸 
 

徐增七律中分解式结构的非主流化非中心

化既得确认，那么其结构的多元化和丰富性也就

不再是问题，甚至再举例都不需要了，常态化的

现象本来就可以忽略。但如果我们从常态中看到

一些特异的例子，以极端化的方式挑战常态的界

限，那就可能出于某种矫枉过正的意向，意味着

对前人固有模式的突破和反叛。徐增七律中的确

有一些结构很特殊的章法，不仅抛弃两段式的分

解法，而且也为起承转合的一般结构框架所难

容，值得特别注意。 
我们知道，某些作品因题旨简易，中间常会

插入其他内容，使意脉区分为三层。比如赠答类

的《颉仙将归云间后会无期怆然有作》： 
交如明月意如琴，如此声光不易寻。 

一卷汉书名世业，数行血泪古人心。 

相期鹤驭春天远，每怅蓬壶海水深。 

岁月玩余余径老，青苔黄叶在寒林。[2](143) 
这首诗的结构是，首联表达自己对颉仙这段

友谊的格外珍视，颔联称赞对方的学问和诗文，

后两联感怆后会难期。颔联的插入将作品分为三

层，两句只是充实了诗意，而并无文体功能，相

对来说是较为孤立的部件。颈联没有承上而是直

接启发后会无期之意，可以说是一般格式。但在

日常写作中，并不都是刚好到第五句生发新意，

有时也会有错综变异。比如徐增《钱宗伯来灵岩

相会口占呈二首》其二： 
已拚沟壑尚风烟，无力躬耕掷砚田。 

大泽龙蛇何处问，空山雨雪有谁怜？ 

十年不踏江东地，一日来参济北禅。 

贫病死生齐放下，且同佛子去随缘。[2](257) 
前四句自陈孤苦无助的境况，第五句没有另

起新意，而是概括前四所述，说明十年未出游历

的寂寞生涯，第六句才续言来灵岩礼佛之事。与

之类似的是《红荳花》： 
有美嫣然洵足夸，芙蓉庄上老人家。 

江南留得相思树，研北题为忠节花。 

十七年来鹦鹉饿，五千里外子规嗟。 

湖湘抱怨知何似？记曲频教玉指斜。[2](258) 
据自注“芙蓉庄植十七年，无花，今始开”，

可知第五句是总括前四句，第六句才起第二层

意，与前首一样是五一三结构。这点错综在古典

诗歌中算不了什么，但对强调前后四句对开的分

解说而言，却是一股不可轻视的消解力量。无论

徐增自己是否意识到，他的创作实践已在很大程

度上证明了自己对分解说加以改造的必要性。 
粗粗阅读《九诰堂诗集》一过，我已对徐增

的才华留下深刻印象，若非其身残而不能出仕漫

游，广交天下英髦，他或许能成为当世引人瞩目

的文学家，尽管事实上他在文坛上也不是默默无

闻。对一位才华横溢的作者来说，力求摆脱陈规，

不断求变出新，乃是最正常不过的念头。徐增不

仅在说诗中摆脱了金圣叹分解说的束缚，提出更

富于变化和灵活性的规则，在写作中也表现出章

法的新变意识。仅就七律而言，他在章法上的创

变意识也是不难体察的。比如《冬初沈硕庵申维

久莘民过寓斋》一诗，原本是很容易写成上下四

句的两段式结构的，但徐增营造了更为独特的章

法： 
自昔邺都称绣虎，只今碧海出鲸鱼。 

诸君江表皆名下，一客墙东正隐居。 

红叶西泠迷去雁，青藜高阁拥遗书。 

相思岁晚无开菊，不道柴门有驻车。[2](145) 
在这里第三句承首联称赞诸友的才华声望，

第四句以自己的隐居无闻相对照，启下联两句拥

书远世之意，直到结联才转出题中诸友过访之

事，于是形成一个独特的三三二结构。这种结构

当然不是徐增独创，冯振先生在《七言律髓》中

就曾举出薛能《牡丹》一诗： 
去年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 

常恐便同巫峡散，何因重有武陵期。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 

欲就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 

冯振先生揭示此诗的章法是：“前三去年之

事，后五今日之事。”[13] “何因重有武陵期”用

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典故写今日重见牡丹的意

外惊喜，开启重赏牡丹的后半之意，粗看也可视

为前三后五的章法。但若作更细的分析，“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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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句乃是未来的打算，严格地说是更一层意，实

质上也是三三二的结构。类似例子还有不少，需

要细致搜讨。 
经过这番寻绎，我们清楚地知道徐增在改造

金圣叹的七律分解说、扬弃其中的僵化成分后，

他自己的写作也用更灵活的方式处理七律的章

法结构，不仅大部分作品不用两段分解的结构，

更有一些作品表现出脱逸常格、追求创变的趣

向。这一结论，不只因为验证了徐增个人在理论

认知和写作实践两方面的一致性而对认识、评价

徐增的诗学有重要意义，从诗学史的角度说，它

也证实了我在《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

一文中提出的论断：在一个讲究“活法”，追求

圆融浑成的表达方式，以“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

妙”为极致效果的诗学系统中，当然是无法容纳

起承转合与分解说这类机械结构论观念的[12]。从

这个意义上说，徐增对金圣叹分解说的改造，是

顺应了中国诗学的传统观念的，在美学原理上也

是与有机结构观念和至法无法的技巧论相通的。

这使他的《而庵说唐诗》没有成为金圣叹分解法

的传播者，反而做了它的终结者。《而庵说唐诗》

问世后，分解法不是更流行而正相反是日趋消

歇。除了偶尔为通俗性的唐诗选本(如王尧衢《古

唐诗合解》)所引述外，诗论和诗话里在贬斥之外

就很少提起了。这未尝不是徐增改造分解说的结

果。为此，徐增的诗论和诗作可以成为诗学史研

究的一个经典个案。在宋元以降的诗学史上这样

的个案还很多，类似个案的研究积累足以为我们

提供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加深我们对古典

诗学的认识。 

 
注释： 
 

① 见湖北图书馆藏抄本《九诰堂全集》卷首陈宗之《梅鹤

诗人传》。徐增生卒年，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

集总目》定为 1603—1673 年，未知所据。樊维纲先生

校注《说唐诗》据三槐堂刊本《而庵说唐诗》所附康熙

七年(1668)征今诗启称年五十七及康熙十年(1671)所作

《重修灵隐寺志序》称年六十，推其生年应为明万历四

十年壬子(1612)。今按《九诰堂全集》卷首方文题赞言

“何幸同生壬子年”，可证樊考甚确。 

② 徐增《感怀诗·陈玉立宗之》其二自注：“余与先生刻

诗稿，互相为序。”《九诰堂全集》，第 150 页。 

③ 前者见王尔纲《名家诗永·凡例》著录，后者邓之诚有

藏本。 

④ 有关《说唐诗》的研究，除樊维纲先生校注本前言外，

还有郭宝元《而庵〈说唐诗〉研究》，东吴大学硕士论

文，1993 年；吴宏一《清初诗学中的形式批评》，《清

代文学批评论集》，联经事业出版公司 1998 年版，第

18-72 页；江仰婉《明末清初吴中诗学研究——以“分

解说”为中心》，中正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年。 

⑤ 见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牧童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64 页。后在《清初诗学中的形式批评》一文中仍持此

说，见《清代文学批评论集》，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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